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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伴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同轨纵深发展态势下，数字鸿沟在接入沟、使用

沟和知识沟方面造成了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诸多差距与不平等。 同时，也在心理层面导致了农民由于认知、
情绪、能力和观念等诸方面难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焦虑感、疏离感、相对剥夺感和无力感，具体表现为能

力恐慌与技术犹疑中的心理挣扎、虚拟空间与真实情感间的心理落空、权利挤压与机会缺失下的心理冲突、数字融

入与信息获取下的心理失措。 针对农民的这些心理困境，可利用“双韧性”理论，通过更新数字认知基模、重塑数字

融入观念、确立数字身份认同和建构数字心态秩序实现农民主体心理韧性的强固，通过打造数字治理共同体、释放

数字治理效能和增强数字技术回应力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韧性，最终实现数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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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

发展，在推动人类生活便捷化和高效化的同时也重

构了中国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提振乡村产业，推进

乡村治理多元化，助力乡村民生平台智慧化，数字乡

村建设蔚然成风。 然而，数字乡村建设的迅猛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在数字接入与使用上的

差距，形成数字鸿沟，并相应地产生了诸多心理困

境，阻碍了数字乡村建设与数字正义的推进。 因此，
在智能时代关注数字鸿沟下农民心理困境的产生缘

由与表现，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纾解之道，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既有研究中，主要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取向从

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探究数字鸿沟的范式转变［１］

抑或新型表现［２］ ；另一种研究取向则是基于现实应

用场景，总结数字鸿沟的内在成因［３］ ，并提出相应

的跨越路径［４］ 。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较多聚焦于以

老年人为代表的数字弱势群体［５］ ，但对数字乡村建

设的直接参与者———农民群体关注有限，尤其对于

数字鸿沟下农民的心理困境及其纾解的研究相对不

足。 在现实中，农民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学习能力不

足、认知相对滞后以及生活环境制约等因素，在数字

技术使用中更容易陷入失能缺位及心理困窘之中。
因此，审视并关照数字鸿沟下农民心理困境的由来

与表现，进而提出纾解之道，就成为迫切之举。

一、数字鸿沟下农民心理困境的产生

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多元化创新，影响着

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广大民众，在带来机遇的同

时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 对于农民而言，数字化的

推进客观上对其提出了更高的准入要求，由此带来

的技术屏障及高使用门槛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主观

感知及异质性需求，极有可能带来诸多心理困境，即
面对新的数字技术与环境剧烈变化的刺激时，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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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认知（观念）、情绪和能力等诸方面难以适应而产

生各种困顿的心理状态。
数字鸿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是指在数字技术的高

度发展和广泛应用下所出现的新的不平等和社会群

体分化的一种现象，实质上是“信息富有者”（ｈａｖｅ）
和“信息缺乏者”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ｓ）之间产生的差距乃至

二元对立。 一般认为，数字鸿沟表现在接入、使用和

知识获取三个方面，具体呈现为接入沟—使用沟—
知识沟的接序迭代［６］ 。 这就意味着数字鸿沟正在

从不同维度、不同程度加剧农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之

间因数字可行能力差距而造成的不良心理状态。
１．接入沟下数字推进与心理感知的梗阻

数字接入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ｉｖｉｄｅ） ［７］ 关注个体

获取数字技术设备和互联网连接的难易程度。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我国农村地区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３．２６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２９．８％［８］ 。 由此可见，随
着互联网使用人数的增加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数字鸿沟在“接入沟”层面整体上逐渐呈现弥合的

趋势。 然而，农民仍然是未能充分接入数字化世界

的边缘群体，主要体现在物质接入的差异逐渐缩小

的同时，心理接入的难度却逐渐加大［９］ 。 这是因

为，以技术主导的工具理性决定了数字技术在推进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提供公共服务时，难以实现不

同群体间数字权利的实质平等，更难以兼顾主体心

理在接入速度和程度上的差异，在数字技术推进中

过于追求 “力度” 与 “效度” 而忽视了技术的 “温

度”。 技术的快速扩张压缩了主体价值理性的空

间，进而产生了工具理性的僭越，遮蔽了农民的心理

反馈与价值诉求，导致“数字利维坦”的出现。
另外，农民对于数字信息的接受、理解速度较为

缓慢，客观需求和主观感受有可能被过度简化———
要么逐步压缩至一个数字，要么成为异常值而被去

除［１０］ ，主客观间的不一致性，扩大了农民的心理接

入沟。 具体来说，随着“数字利维坦”的裹挟和数字

技术的过度运用，数字技术在实际推进中可能异化

为“指标任务”式的数字化形式主义，忽视农民的真

实需求，影响了农民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接受程度。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将数字乡村建设简单化为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平台搭建，高度依赖外包科技

公司向乡村输出技术方案。 未对农民不同需求进行

充分考量就急切地想将农民吸纳到数字社会当中，
可能导致农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意义产生认

知偏差以及抵触情绪，他们因为担心技术使用成本

与收益之间的不确定性而不愿积极参与到数字化进

程中，最终产生数字推进与心理感知的梗阻，引发农

民的心理困境。
２．使用沟下数字差距与能力平等的脱嵌

数字使用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ｄｉｖｉｄｅ） ［１１］ 的出现，
使数字鸿沟的关注焦点不再局限于主体是否具备接

入数字技术的可及性上，而是延伸至主体对新技术

应用能力的可行性上。 换言之，“使用沟”反映出主

体在运用新技术方面的能力与使用机会的差距与不

平等，并且有扩大之势。 处于信息末端的农民群体，
受文化程度有限、能力培训不足、参与渠道单一等因

素的叠加影响，无法有效参与数字乡村建设。 而难

以逾越的数字差距将逐渐凸显并持续存在，这不仅

体现在所谓的“数字精英”与“乡土农民”之间在数

字技能和应用能力上的差距，还反映在城乡之间长

期存在的数字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此外，特定情况

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可能导致数字优势群体无

形中对数字弱势群体的“资源掠夺”及对公共资源

的“挤占效应”，产生技术负能的效果。
具体而言，基于阿马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提

出的可行能力［１２］理论，“数字精英”与“乡土农民”
之间的能力差距，本质上是二者在获取和使用信息

资源上存在的机会与能力的不平等，最终表现为可

行能力的匮乏，即所谓的“数字贫困”。 因而，数字

鸿沟在叠加原有不平等基础上会造成新的不平等，
成为数字化推进过程中的必然障碍。 因此，数字使

用沟中内嵌着数字不平等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农民群体的数字弱势地位。 鉴于此，有学者认

为，数字技术虽然凭借“去中心化”优势进行广泛赋

权，但分配并非均衡，其中“互动者”拥有更多权力，
而“被互动者”的选择范围却很狭小［１３］ ，这也表明

客观存在的数字不平等现象与普遍的数字能力平等

诉求之间，蕴含着相互脱嵌的内在张力。 不仅如此，
机器识别、数据分析、软件操作和平台使用等一系列

技术壁垒未来将长期存在，农民在此过程中感知到

的群体落差也会逐渐扩大。
３．知识沟下技术理性与主体观念的抵牾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不再局限于简单

的数据获取，还涉及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 因此，数
字知识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ｖｉｄｅ） ［１４］ 的存在意味

着即使主体能够在接入和使用上跨越数字鸿沟，但
由于主体各自“认知基模”的异质性，导致对信息的

加工和理解存在差异，进而产生认知和观念层面不

同层次的分离，阻碍主体真实价值诉求的表达。 这

就表明，数字知识沟并不仅仅带来的是信息知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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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不平等，还隐含着技术理性与主体观念上的内

在拉扯。
乡村是熟人社会，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天然具

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传统保守、安于现状的价值观念

在农民心中根深蒂固，并以此为基础自发形成乡村

社会日常生活秩序。 新兴数字技术工具的引入及其

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扩张，看似不具备任何特定价值

取向，但实际上可能导致数字治理过于依赖技术本

身，使得治理过程变得机械与冷漠，陷入一种技术路

径依赖的状态。 换言之，过于强调工具理性的技术

治理模式必然导致技术的“异化”和公共治理“人本

化”的缺失［１５］ 。 因此，受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支

配，“只见数字不见人”的技治主义存在明显的局

限［１６］ 。 这也使得受传统认知观念、行为方式和生

活惯习深刻影响的农民群体，在面临新兴技术时常

感到不适，甚至产生排斥心理。 究其原因，制度和技

术只能部分规范人的行为，却无法规范人们的“关
系”和“非正式运作”，因为它们不但表现在人的行

为之中，还扎根于人的观念层面［１７］ 。 因而，农民的

主体性价值及尊严伴随着技术变革而日益受到侵

袭，在此影响下农民会审慎权衡，隐藏其心理需求，
并有选择性地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其主体性逐渐丧

失。 人所具有的感情、道德、思维都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变化，技术与数字无法完全控制人的思维与情感，
更无法充分反映出多元的伦理价值［１８］ 。

二、数字鸿沟下农民心理困境的表征

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的叠加存在，不仅影响

农民在宏观事实层面上的权益，还深刻影响农民在

微观心理层面的主观判断和感知，扩大其心理适应

难度，容易使其产生心理适应上的差距，进而表现出

焦虑感、疏离感、相对剥夺感与无力感等负面心理

状态。
１．焦虑感：能力恐慌与技术犹疑中的心理挣扎

焦虑感作为人类个体潜意识之中的本能，是一

种复杂的心理情绪状态。 一般是指主体在面临任务

压力时因身体和认知能力下降而产生的紧张与不适

感，往往产生于主体能力与客观要求间有较大差距

时。 数字乡村建设客观上要求农民具有较强的数字

认知能力、获得信息的能力、辨识信息的能力以及掌

握智能机器的操作技术，从而实现主体的自主性。
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在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要求面前

常常望而却步，徘徊挣扎，产生能力恐慌与技术犹

疑，进而形成对现实环境的焦虑。
焦虑感这种非病理性的心理情绪之所以普遍存

在于农民身上，其缘由在于“无法融入”，在强大的

技术要求下，他们容易产生被抛弃的恐惧感，并由此

可能遭受数字生活被边缘化的境遇。 尤其是那些老

年农民，他们在生理与心理结构功能上已经出现退

化，在接受数字化的信息与知识过程中感到异常吃

力。 同时，由于老龄化并不只局限于生理老化，还包

括社会老化，即行为、角色、互动、认同等方面也因老

而变［１９］ 。 老年农民认知、学习、再转化的能力因客

观衰老而发生退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还会导致数

字化社会中农民自我认同的缺失与自我感知的错

位。 不仅如此，农民的焦虑感还包含对数字世界中

未知和不可控因素的担忧，身处在一种时刻都可能

被数字时代淘汰的危机之中，导致其心理挣扎与存

在焦虑进一步加深。
２．疏离感：虚拟空间与真实情感间的心理落空

农村地理空间、中国农民传统文化习俗与血缘

关系的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国村落的相对聚集

性居住以及熟人社会中自然情感交流网络。 然而，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

加速，农村的原始自然属性逐渐减弱，血缘关系逐渐

疏离，熟人社会结构慢慢消散，关系情感也变得相对

淡薄。 数字技术的介入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进一步

削弱了农民的情感归属，使得农民的情感需求更加

得不到满足。 因而，农民的疏离感是在虚拟空间和

现实情感需求之间产生的心理落空，即农民发现虚

拟空间与其想象中的“数字空间”相去甚远，甚至在

虚拟空间中感到格格不入，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且

无法在虚拟体验中获得相应的真实情感体验时，内
心会产生失落感与距离感。

情感的“缺席”使农民在使用数字媒介进行交

流时经常产生不真实、不确定的心理体验。 当对话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时，农民开始渴望过去

那种真实情感的面对面交流，虚拟数字空间的扩张

与疏离感背后映射出农民心理与环境的对立。 虚拟

互动虽便捷有效，却失去了现实的自我温度，人们渐

渐丧失情境中的真实感。 另外，农民疏离感的产生

同时也是一种因身体器官、感觉和功能逐渐麻木而

形成的心理保护，意味着农民在数字交流互动中往

往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动机，而采取包括行为抑制、
社会退缩以及社会性孤独等多种“防御型逃避”行

为倾向。 最终，虚拟交流与现实互动并不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随着各类数字信息过度挤压与侵占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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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空间，农民现实中的线下互动也日益简单化、
冷漠化，即现实交往的意愿日渐倦怠，因空虚与无意

义而形成的疏离感愈发显著。
３．相对剥夺感：权利挤压与机会缺失下的心理

冲突

农民群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对于现实社会

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就愈发敏感，当数字不平等与

社会现实不平等经过互联网的放大机制而投射在心

理层面时，就产生出数字时代下的相对剥夺感。 在

基层社会中，数字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及话语

权的下放，促进了社会层级的扁平化。 在此背景下，
农民对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会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与兴

趣，更想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诉求。
但在现实情况中，农民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与应用并

非一蹴而就，他们因数字素质的缺乏而被迫游离于

数字乡村建设实际进程之外。
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技能越低，个体产生的相

对剥夺感越强［２０］ 。 农民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对数字

化工具和平台操作的不熟悉，所以即便拥有智能手

机等设备，也无法独立、熟练地使用各类政务软件，
导致技术屏障下的参与无法顺利进行，甚至有农民

要求恢复过去线下政务办理的形式。 相较而言，少
数的乡村精英依靠其多方面的优势与社会资本在数

字参与中拥有较高的发言权。 而农民在现实中的屡

屡碰壁，使得其对数字乡村建设参与的价值期望与

其角色感知产生不一致冲突，遭遇“政治角色”重塑

的失败，参与意愿逐渐减弱，致使农民滋生政治弱势

心理［２１］ 。 从心理认同角度讲，个人的认同是在保

持特定的叙事进程中被逐渐激发、开拓出来的，反
之，当个体感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受到压制，使其无

法被纳入对真实自我持续的、统一的叙事，最终在现

实中感受到自我被剥夺的煎熬。 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就是权利挤压和机会缺失双重情境下的产物。
４．无力感：数字融入与信息获取下的心理失措

在当今数字化社会，面临海量、复杂信息的涌

入，“认知基模”有限的农民在信息洪流下往往陷入

信息过载的“忙乱”状态，久而久之，农民可能会逐

渐产生一种习得性无力感 （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这是一种由连续的失败体验所导致的心理状态，表
现为农民对行为结果感到无法控制、无能为力而产

生的自暴自弃。 究其本质，是农民内在的心理自我

调节系统未能有效地做出积极、主动、良性的反应，
导致其心理感知及行为模式未能适应环境变化以及

自身发展要求，最终陷入失衡的心理感知状态。 换

言之，无力感通常源于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数

字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导致信息呈爆

炸式增长，内容愈加复杂化，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

生了广泛影响。 农民不可避免地遭受信息过载的困

扰，当感到自己无法有效地筛选、处理和利用信息

时，便会产生无力感，觉得自己无法掌控和应对来自

外部世界的挑战。 此外，农民作为非网民的主要群

体，无法有效融入网络，在出行、消费、办事等日常生

活中遇到诸多不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

的便利。 在数字生活中经历了多次失败或挫折后，
农民表现出的无力感逐渐掩盖其成就动机，他们对

于失败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成功的喜悦。
无力感会导致个体在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

害［２２］ ，当农民无法选择、无力改变其所处的数字环

境时，其“习得性无力”可能表现为对其获得感失去

兴趣、情绪偏向消极、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与责备，
最终产生无能为力而不知所措。 在心理失措状态

下，农民表现出较低的欲望水平，对数字乡村建设并

没有更高期望，对信息获取也没有持续更新的心态。
他们专注于自身相关的生存需求，保持事不关己的

参与态度，不采取措施就是最好的应对，行动上呈现

出无欲无求和清心寡欲的逻辑。 相应地，他们对传

统生活空间的依赖性也在逐渐降低，对村庄公共事

务关注的积极性日渐下降，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意

愿不高，对村庄各类数字服务的获得感也相应较低。

三、双韧性理论：数字鸿沟下
纾解农民心理困境的有力工具

　 　 数字时代“去中心化”的传播秩序逐渐改变了

大众的认知情景，置身社交媒体场域的底层主体容

易暴露或者夸大自身情绪，并且易于感知他人情绪

进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２３］ 。 农民作为基层

群体的典型代表，在社交媒体中与精英群体间的心

理区隔逐渐扩大，实质是社会不公平感和政治不平

等感［２４］在心理的投射，综合呈现为农民的心理困

境。 韧性理论（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源于“韧性”概念的

引入与使用，该理论旨在解释个体、组织、社区或生

态系统在逆境中的适应、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双韧

性理论从内部的主体心理改进以及从外部的有序公

平环境构建两方面展开，成为数字鸿沟下纾解农民

心理困境的有力工具。 双韧性理论包括心理韧性和

治理韧性两个方面，其中心理韧性关注农民个体在

心理逆境中的心理适应及恢复过程，而治理韧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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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政府、组织或社会体系在数字化变革中的适应

性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因而，双韧性理论是心理韧

性与治理韧性的有机融合，二者是“互为表里”且

“同频共振”的关系。
１．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原初释用

心理韧性（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又称心理弹

性或复原力，其主要指两方面：一是经历过逆境；二
是从逆境中恢复或能够积极适应逆境并发展良好。
具言之，在过程维度上，心理韧性被视为一种经历逆

境的动态发展过程，理查森（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将心理韧

性视为压力、逆境、挫折等事件以及保护性因素共同

作用下的动态过程，个体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所表

现出的自身适应力或对抗；在能力维度，心理韧性被

看作是个体所具备的能力或品质，拉扎勒斯（Ｌａｚａ⁃
ｒｕｓ）指出心理韧性是个体从负性经历中恢复过来并

能灵活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２５］ 。 综合而言，心理

韧性就是人在面对困境时进行自我保护、自我调适

的一种反应能力，是个体寻求发展的心理潜能，具有

积极、有效和发展的性质。
治理韧性（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则更偏向系统

阻止、抵御、吸收、适应外来干扰而保持自身基本结

构与功能的能力［２６］ 。 治理韧性作为一种新型治理

理念，作用于乡村社会时，则强调社会受到外界扰动

后的自组织、自我调适和自我恢复的能力［２７］ ，它要

求治理主体的灵活性、治理形式的多元性、治理结果

的公正性，通过综合发挥乡村社会保护力、恢复力等

韧性要素，弥合数字鸿沟，以此实现从被动卷入到主

动融入数字时代的系统转变。 数字乡村系统凭借数

字技术手段达到快速恢复常态化的治理效果，即通

过应用数字技术手段，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得到了

有效提升，为韧性治理配备了强健性基础［２８］ 。
２．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耦合

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虽然是两种不同的韧性形

式，但是，由于其能从主体内外两个方向进行心理困

境的纾解，因而具有了天然的耦合性。
其一，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在空间上具有契合

性。 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必然要求数字技术最终

落脚于乡村，触达农民。 因此，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

空间上的契合性便交汇于乡村场域。 具言之，乡村

既是农民主体心理韧性的培养场域，也是治理韧性

的实践领域。 同时，乡村的地方性、复杂性以及多样

性，要求农民主体心理系统和乡村社会系统同时具

备更强的适应力与恢复力，以保持作用场域一致，统
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程。

其二，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在功能上具有适配

性。 虽然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在功能作用上各有侧

重，但又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加强健和稳定

的数字治理体系。 心理韧性的强固需要治理韧性发

挥整合功能，提供稳定有序的环境保障，而治理韧性

的提升需要心理韧性发挥引导功能，提供积极有效

的价值激励。 在相互赋能过程中，实现心理韧性与

治理韧性的良性互动。
其三，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在目标上具有共同

性。 无论是心理韧性强固，还是治理韧性提升，均是

数字时代下治理创新的路径扩展。 二者互为表里，
共同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致力于解决农

民的心理困境，消弭城乡数字鸿沟。 在实现数字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论域内，基于心理韧

性基础上的心态秩序是其基础性动力，而基于治理

韧性基础上的数字乡村秩序是其重要保障。 由此可

知，二者共同服务于数字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多重耦合决定了双韧性

理论并非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将

不断更新的心理系统与快速发展的数字乡村系统相

结合，以此达到 １＋１＞２ 的最优效果。 显而易见，心
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相互补充、嵌入、渗透和融合，共
同完成数字鸿沟下农民心理困境的消弭。

３．双韧性理论的现实指向

双韧性理论为综合解决数字鸿沟下农民的心理

困境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视角，并具有较强的

现实指向性。
其一，双韧性理论的应用，能有效弥合农民与多

元主体间的差异。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市
场、社会等主体扮演着数字技术使用与推动的重要

角色，通过从心理到治理梯次进阶中实现韧性提升，
最终达到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与权利的协调。

其二，双韧性理论通过提供内外协同路径，达到

纾解农民心理困境的目标。 数字鸿沟不仅覆盖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还贯穿于乡村农民

数字资源获取、数字信息交流、数字治理参与全过

程。 心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嵌合，实现了外在赋

能—内在反馈的螺旋上升式的优化，既能准确刻画

主体心理韧性恢复轨迹，也能直接宏观对比数字技

术推进的完成程度，以内生潜能与外赋动能的双向

逻辑关系，在数字乡村系统中实现良性互动。
其三，双韧性理论的应用，为韧性秩序的建构奠

定了基础。 具言之，政府与乡村社会在数字世界中

融合日益密切，共建共治共享已然成为数字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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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范式。 通过建构心态秩序与乡村秩序，推进基

层政府—乡村社会—农民主体间形成全新的互动协

同关系，创造融合共生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应对数

字社会的风险，更好跨越数字鸿沟。

四、心理韧性的强固：以农民心理
困境的内在纾解拓展数字正义内涵

　 　 为有效纾解数字鸿沟下农民的心理困境，首先

应从心理韧性的角度找寻内在突破，只有具备了强

大的心理韧性，农民才能跨越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正

义。 农民心理韧性的强固，可以从认知、观念、认同

和秩序四个方面递次展开，相应解决其焦虑感、疏离

感、相对剥夺感与无力感。
１．更新数字认知基模，减少农民焦虑感

面对数字技术的更迭与侵袭，农民身处社会淘

汰的危机下所产生的生存焦虑感，是对技术的焦虑

甚至是恐惧，进而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兴趣与信心。
因此，更新农民数字认知基模，通过物理接入与心理

接入等多元渠道提升农民的数字认知，避免农民因

对数字接入的不了解而产生对自身能力的质疑。
其一，培育农民对新型数字工具的兴趣。 通过

加强数字时代和技术应用的宣传讲解，开展丰富多

样的数字下乡展演活动，包括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
惠农活动。

其二，引导农民树立适应数字技术的自信心。
农民焦虑感的产生源于其心理认知基模的更新速度

难以紧跟数智时代发展步伐。 因而，要充分发挥农

民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更新数字认知基模以改变传

统保守思想。 农民主动寻求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机会，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逐渐建立起在数字

化社会中的能力和价值的信心，提升数字自信心。
其三，培养农民深度学习、思考的能力。 农民数

字信心的提高也将进一步刺激他们主动接入数字工

具的兴趣与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技术

下乡、教育下乡等手段培养农民自我思考的能力，以
此带动农民更新信息知识结构，减少存在焦虑感。

２．重塑数字融入观念，缓解农民疏离感

农民群体中的不同年龄阶段人群面对数字技术

快速迭代而显现出来的代际差异，实质是“技术化

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下的典型表现，这些差异在

目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社会整体的

协调一致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和期待［２９］ 。 因

此，亟须重塑农民数字融入观念，构筑应对数字技术

的心理缓冲带。
其一，适当减缓数字技术的推进速度，以农民心

理接受程度和风险适应程度为依据，有序落实数字

技术的接入和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予农民

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他们数字化融入速度差异，
不应强制所有人都能时刻紧跟数字技术发展潮流。
以“数字化融入差异”来应对数字鸿沟，可以有效规

避数字代沟的锚定陷阱，驱散鸿沟隐喻的二元对立

意味，剥离代沟中的年龄歧视倾向，祛除数字素养的

等级固化桎梏［３０］ 。
其二，实现传统线下渠道向数字化服务的渐次

转圜。 政府在提供数字化服务的同时，应保留传统

线下渠道。 农民可根据自身需求、价值偏好以及数

字乡村社会具体情境，在包容性、开放性的基础上进

行自我选择。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积极融入数字社

会的农民，也更应关注他们获得学习机会的诉求，帮
助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灵活运用各

种新的数字化设备与技能，更好地参与到数字化社

会中去。
其三，充分了解农民不同阶段的心理韧性水平

及行为特征，据此调整数字推进力度。 从心理韧性

角度看，农民数字化融入的缓慢更迭阶段，刚好衔接

对应心理韧性恢复发展的三个阶段。 因此，政府要

合理安排制度政策，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与资本对农

民进行精准数字帮扶。 在推动农民逐渐融入数字社

会的同时，根据农民心理韧性发展水平及时调整数

字推进力度，既要保证农民数字空间的“在场”，也
要避免农民情感的“缺席”，以此缓解农民在数字交

流过程中产生的疏离感。
３．确立数字身份认同，消解农民相对剥夺感

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多产生于与其他“信息富

裕者”的负向比较过程中，因此有效消解农民的相

对剥夺感，解决其心理困境，首先要降低数字乡村建

设的准入门槛，缩小农民与乡村数字精英的身份区

隔，确立其身份认同。
其一，从代际间的数字接入反哺、数字使用反

哺、数字素养反哺入手，鼓励年轻一代的“数字原住

民”帮助年老一代的“数字遗民”克服畏难心理和恐

惧心理［３１］ 。
其二，通过提供系统、全面、多样化的数字素养

教育，解决农民的数字使用问题。 要提升农民数字

技术应用的可行能力，确立农民在数字乡村治理中

的自我效能感，塑造他们积极的心理特质，以此使农

民能够在政治信息交流中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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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的确立，意味着农民的身份认同与数字认

同，即农民对自己在数字化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和价

值的认同。 农民积极认同自己在数字化社会中的角

色和地位，当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时，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将会得

到极大提升。
其三，在数字化乡村建设中，注重发挥人本主义

原则，优先考虑农民的价值期望和利益诉求，并将增

强农民的数字权利与参与机会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

核心原则。 通过建立开放、透明的决策机制，确保农

民能够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决策过程，通过信息公

开、民主讨论等方式，让农民了解并参与决策，增强

农民对数字技术、数字化生活方式以及数字乡村发

展趋势的认同感，以此消解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４．建构数字心态秩序，化解农民无力感

在现代性转型与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推进农民

数字化进程还需建构互助共享，容纳多种看法的共

同心态秩序［３２］ 。 从社会变迁角度说，农民群体心

态秩序的建构，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心理结构如

何在流动的不确定社会中跟上结构变迁。
其一，适农。 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等方式，

了解农民的数字使用需求和实际情况，化解主观与

客观的数字藩篱，精准对接他们的需求，定制符合实

际情况的数字化服务。 具体包括提供农民需要的信

息内容、服务方式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定制化服务，
增强其数字获得感和参与积极性，避免数字化所带

来的身心脱节或“心灵漂泊”而造成的心态失序。
其二，惠农。 重点在于加快推进数字赋能进程，

缩小农民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要持续加大

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包括扩大宽带网络

覆盖范围、提升网络速度和稳定性、建设数字化服务

设施等，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生活和生产

环境。
其三，育农。 定期开展农民心理健康教育和心

理咨询服务，为农民提供情绪管理和应对压力的培

训课程，教导农民有效的情绪调节和压力释放方法，
有效地化解农民的无力感。

通过上述措施，可实现从乡土文化到数字文化

的转变，构建数字时代的共享心态秩序。

五、治理韧性的提升：以农民心理
困境的外在疏导重构数字正义价值

　 　 提升数字乡村的治理韧性，关键在于整合治理

系统的各项要素，以应对治理情境和风险因素的多

样化转变。 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从常态到非常态的

转换之中，通过增强乡村系统的弹性运行，实现治理

韧性的持续提升。 治理系统要素中包含了多元主

体、制度政策与技术需求等多个面向，破解数字鸿沟

下农民心理困境可按照“主体—制度—需求”的框

架，进行动态协调，制定相应的策略，实现数字赋能

和数字正义的目标。
１．以“政府—企业—农民”协同互嵌打造数字治

理共同体

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基层数字乡村建

设的创新和发展效率。 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政府工作带来了治理方式的智能化、治理主体的

“去中心化”和治理场域的开放化，但在实践应用过

程中，却因数字技术和传统治理间的嵌入有效性和

技术异化问题导致了数字信息、智能设施等要素的

功能与效用浮于表面，无法有效贴合治理实践，难以

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有力工具。 对此，应统筹推进

数字乡村建设中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嵌，打造 “政

府—企业—农民”为核心的数字治理共同体，以合

作的方式释放多元主体的潜力。
其一，以数据流动为准则，创新政府主导的数字

治理模式。 作为落实国家数字治理战略规划的首要

下沉点，政府需要提升其数据治理能力，加快数字乡

村韧性治理的数字化保障，发挥乡村传统文化、价值

等内隐性因素的作用，形成一套政府、企业和农民之

间的数据共建共享机制，以多方主体协作推进基层

数字建设。
其二，以开放共享为指引，开发农民数字参与的

专有渠道。 基层政府要重点关注农民的现实表达需

求，可学习西方公共众包［３３］的治理模式，设置与农

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议事 Ａｐｐ，为农民

拓展线上参与村庄建设发展渠道。
其三，以情感牵引为契机，加深数字治理主体间

的协作密度。 尤其需要从当前乡村社会深层的结构

和关系调整着手，利用信息化的沟通交流方式、多元

主体间的共同记忆形成情感链接，打造更加强大有

力的数字治理共同体，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２．以“制度—政策”持续供给释放数字治理效能

数字鸿沟是技术发展与操作规范脱嵌的产物，
技术的使用情境、支持规范等直接制约着技术活力

的发挥。 在从传统农民向数字农民的角色转型过程

中，适应、融入和认同是三个关键节点。 农民心理困

境的破解也需制定相对完善和系统的制度框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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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以规范性的制度导向和政策扶持分层、分
级、分步骤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确保农民逐步从物理

世界过渡到数字世界。
其一，基层政府应当大力推进系列数字制度及

相关政策的细化和出台。 依据中央相继出台的

《２０２３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数字乡村发展战

略纲要》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等文件的要求，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加快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民数字素质培育、全面开展数

字治理惠农助农兴农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文件，为
农民适应数字时代的信息化治理模式提供帮助。

其二，着力建设高标准、高要求和高质量的数字

乡村治理模式。 围绕基层乡村治理模式的数字化制

定系列操作办法、行动规划，需要形成一套基层数字

乡村信息共享制度、数据开放和安全保障制度、乡村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改造制度和数字乡村建设资金调

配制度等。
其三，全面推进治理模式和治理技术的接轨。

通过制度的规范和政策的支持，营造匹配农民生活

的数字情境和氛围。 总体上，可以有效地促进数字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保障数字技术能够在农民日常

生产生活中发挥切实可见的成效，以显著的便捷性、
高效性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字排斥，从而实

现数字治理效能的释放。
３．以“技术—需求”弹性适配增强数字技术回

应力

治理韧性视角下，破解农民心理困境必须考虑

到技术和需求之间的弹性适配。 通常意义上“技术

利维坦”的面孔容易造成受众的权利和需求被蒙蔽

的结果，而治理韧性着重适应性和调适度的要求，使
得数字治理必然要同农民实际需求相结合。 只有在

技术与需求达致弹性化双向触达的条件下，农民才

能真正融入数字治理，而不被排斥在数字技术之外，
从而逐渐弥合技术与需求脱节造成的数字鸿沟。

其一，鼓励数字技术以满足农民现实的生产生

活需求为起点。 通常农民在技术接入和使用中出现

的陌生感是心理困境的最初根源。 对此，唯有继续

拓展数字技术在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现实应用，
才能更加有效地纾解心理困境。 可以开发系列惠农

助农兴农的 Ａｐｐ 和软件，例如智慧监测、智慧预警、
智慧播报、智慧保险等，改良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使用工具。 通过最新的数据监测及分析技

术全面感知、精准预测社情民意，并经过智能研判及

时回应民意。

其二，倡导激活数字技术在农民实际应用过程

中的人文价值，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是数字时代韧性治理的最终目标。 这就要求基层政

府在推进数字化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注

重人文关怀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有机融入，防止采

用“一刀切”式方法。 具体而言，需要打通技术要旨

与农民需求的双向互通渠道，避免“技术黑箱”对农

民权利的侵蚀，构建和谐的技术理性和主体观念间

的关系，以提高治理的深度与准确度，同时要强化数

字平台对农民心理需求的回应能力，使农民的心理

困境得到关切与解决。

结　 语

在数字化时代，农民既无法充分享受数字化所

带来的便利与机遇，同时也难以摆脱数字鸿沟所带

来的焦虑感、疏离感、相对剥夺感与无力感等心理困

境，如何纾解这些心理困境，回归数字正义，关切到

数字乡村建设的质效。 “双韧性”理论为纾解数字

鸿沟下农民的心理困境设计了内外结合的支持路

径，为农民更好地适应与融入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

独特的视角与有力工具。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农民所面临的

心理挑战也在持续增加，关注数字空间下农民心理

世界的变化及其调适必将是一个持久的治理议题，
这就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更多关注数字时代农民心

理困境背后的多元影响因素与生成逻辑，创新相关

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帮助农民更好地适应数字环

境，为拓展数字治理研究提供更多助益。 最终，确保

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数字

技术带来的权益。 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正义，将
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政策制定者、技术开

发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１］钟祥铭，方兴东．智能鸿沟：数字鸿沟范式转变［Ｊ］ ．现代传播—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１３３－１４２．
［２］孙榕，李白杨．生成式人工智能（ＧＡＩ）背景下的新型数字鸿沟识

别框架研究［Ｊ ／ ＯＬ］．图书情报知识，１－１２（２０２４－０３－２５）［２０２４－

０３－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２． １０８５． Ｇ２． ２０２４０３２１．
１５４８．００２．ｈｔｍｌ．

［３］黄雨晴．中国数字鸿沟的成因与赋权式治理［ Ｊ］ ．学习与实践，
２０２２（９）：２３－３３．

［４］袁祖社．数字鸿沟及其跨越：一种技术公共性重建的实践理性视

角［Ｊ］ ．学术研究，２０２３（４）：５３－５８．
［５］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

５７１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正义：“双韧性”路径纾解农民心理困境



研究［Ｊ］ ．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８（７）：６６－８６．
［６］王也．数字鸿沟与数字弱势群体的国家保护［ Ｊ］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２３（５）：１２１－１３７．
［７］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 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３）：２５２－２５９．
［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５３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Ｒ ／ ＯＬ］．（２０２４－０３－２２） ［２０２４－０３－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ｏｒｇ．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２４ ／ ０３２２ ／ ｃ８８－１０９６４．ｈｔｍｌ．

［９］张鑫．老年数字鸿沟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Ｊ］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６）：１５０－１５９．

［１０］徐倩．老龄数字鸿沟根源剖判与数字包容社会构建方略［ Ｊ］ ．河
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９４－１０１．

［１１］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Ｊ， ＨＡＣＫＥＲ Ｋ．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Ｊ］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３（ ４）：３１５ －

３２６．
［１２］森．以自由看待发展［Ｍ］．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６３．
［１３］刘秀秀．新时代国家治理中技术治理的双重维度及其出路［ Ｊ］ ．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９（１０）：６５－７０．
［１４］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 Ａ， ＨＥＬＳＰＥＲ Ｅ Ｊ．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ｍｏｓｔ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 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５２．

［１５］张铤，程乐．技术治理的风险及其化解［ Ｊ］ ．自然辩证法研究，
２０２０（１０）：４２－４６．

［１６］张冉，唐书清．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

践进路［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４（３）：８２－８９．
［１７］周飞舟．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

变［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３）：２１－３８．
［１８］王倩，危怀安．工具赋能与价值失控：技术化社会治理问题解构

［Ｊ］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１）：１５８－１６５．
［１９］伍麟，赵利娟．数字健康素养与老年人焦虑的化解［Ｊ］ ．华南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４）：７２－８３．

［２０］孔文豪，吴佳宜，黄思颖．数字鸿沟与相对剥夺感：微观证据与影

响机制［Ｊ］ ．电子政务，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１２４．
［２１］李春雷，张剑波．政治弱势心理的泛化与传媒对底层社会的引导

策略研究：基于“东明事件”的实证分析［ Ｊ］ ．现代传播—中国传

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６）：４２－４６．
［２２］周国韬．习得性无力感理论再析［ Ｊ］ ．心理科学，１９９４（５）：２９７－

３０１．
［２３］庞金友，赵洁．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

极化的心理根源［Ｊ］ ．社会科学，２０２３（７）：９９－１０９．
［２４］张爱军，孙玉寻．社交媒体时代“后政治心理”的特征、风险与优

化［Ｊ］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１２）：６８－７３．
［２５］ＬＡＺＡＲＵＳ Ｒ Ｓ． Ｆｒｏ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４４：
１－２１．

［２６］邵亦文，徐江．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 Ｊ］ ．国
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５（２）：４８－５４．

［２７］沈费伟．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Ｊ］ ．求实，
２０２１（５）：７２－８４．

［２８］梁正．数字技术助力基层韧性治理的逻辑进路［ Ｊ］ ．国家治理，
２０２１（１）：１５－１９．

［２９］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Ｊ］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８
（４）：２－２６．

［３０］刘翠霞．数字化融入差异：代际数字鸿沟的反思与测量：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数据的探索性实证分析［Ｊ］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１（５）：５７－６７．
［３１］杨斌，金栋昌．老年数字鸿沟：表现形式、动因探寻及弥合路径

［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１（１２）：７４－８０．
［３２］阎云翔．多元化：心态秩序与中国式现代化［ Ｊ］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２２（５）：５－７．
［ ３３ ］ ＳＣＨＭＩＤＴＨＵＢＥＲ Ｌ， ＨＩＬＧＥＲＳ Ｄ， ＲＡＮＤＨＡＷＡ 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ｎ ｃｉｖ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４）：９６０－９７７．

Ｆｒｏ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ｒ

ｐａｃ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ｍａｎｙ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ａ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ｏｕｂｔｓ，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ｍｅｎ⁃
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ｉ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ｙ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
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ｄｕ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沐　 紫

６７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


